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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

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

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

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

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

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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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主义的逻辑

与土地精英的阶层化

三十余年由国家主导的 “发展”战略已经

成为全部社会行动和制度系统的正当性依据。［1］

而耦合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理念与实践的发

展主义也以各种“软硬兼施”的途径侵袭乡村。

这使乡村以多重方式与外部更深远的资本主义的

场域力量相连，使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 “发展”

试验场。土地的商品化、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生

活资料的商品化，凭借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发展”成 为 难 以 驾 驭 的 势 力 而 一 路 高 歌 猛

进。［2］所有的这一切便构成了本文所要考察的议

题的宏观背景。
在此背景之下，发展主义凭借人员和资源的

重新组合使乡村成为现代化机器运作的齿轮。农

村劳动力外流、“三留守”问题的出现等都刻画

出现代化图景中的乡村之殇。［3］( P68) 可以说，发

展主义确实改变了原来乡村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

逻辑，乡村的自洽结构也越来越受到外部势力的

扰动。而乡村结构是由涵盖不同类型人的阶层关

联而成，阶层就是综合权力、声望、收入的社会

身份群体，［4］( P12) 而阶层变动正是考察发展主义

视域下乡村结构变迁的极佳切入点。
考察农村阶层的形变与村庄政治的关系，可

具体分解为两个问题: 在村庄日益浓厚的商品化

氛围下，村庄权力精英是如何异化为土地精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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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阶层化的?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对村庄政治

结构及治理形式究竟带来了何种影响? 对这些问

题仍需回归至具体的村庄场域中才能得到细致的

解答。

二、宋村近景:

遭遇土地商品化的村庄

本文的个案发生地———河北省宋村，呈现出

现代化浪潮席卷下中国农村的典型特征。宋村原

是村民的生活世界，而选铁厂的兴办与高速的修

建改变了村民日常化的体验方式，村民由此感到

宋村“变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宋村位于太行山支脉，该地蕴含丰富的矿

藏。临近的区域都将铁矿石运到宋村做进一步加

工，原因是宋村拥有丰沛的河流用水。选铁厂要

筛选铁粉，需要经过粉碎铁矿以及磁选机吸引铁

粉的环节，最为关键的一步是用大量的河水冲刷

剩余的碎石粉末。这不仅带来了水源污染，同时

修建选铁厂还需硬化地面，而这需要占用平坦的

耕地且将对所占耕地造成持久的破坏。尽管部分

村民对占地持复杂的态度，但由于村干部的积极

“斡旋”，使征地成为没有引发冲突的事件。面

对选铁厂对村庄生态可见的负面影响，宋村村书

记依然有选择地强调: “铁厂占了村民的地，但

对老百姓来说也合适。厂子给的钱，远比种地强

多了。厂子也能增加就业，一个厂子弄好了，村

里的经济自然也就上来了。”可见，村干部所倡

议的依然是所谓 “发展”的话语，在这一话语

空间内，只有符合 “村庄经济”的事物才能被

言说。在具体的村庄场景中，村干部有意识地助

推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并以社区权威的身份赋

予了选铁厂持续经营的合法性。虽然不能期待宋

村村民理解 “土地商品化”这类抽象的概念，

但是种地与占地之间的利益差距使村民虽心中略

带失去土地的不舍，但依然选择接受选铁厂土地

征占的合理性。这就奠定了宋村即将展开进一步

土地商品化的群众心理基础。
高速的动工给原本传统农业型的宋村带来了

发展机遇。村内的餐饮业以及商品交易由于人员

和需求扩大而变得欣欣向荣。同时，高速的修建

依然需要招纳一些建筑工，而与项目部每日接触

的宋村村民自然就成了首选。村庄商品经济的活

跃以及不用“离土又离乡”就能获得高额的工

资，使部分村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观。 “高速”
也因此成为村民崇拜的意象，不仅是因为 “高

速”所暗喻的国家实力，而且确实给宋村带来

了“发展”。然而在参透 “发展”的幻象之后，

“高速”给宋村带来的其实是进一步的土地与自

然资源的商品化。高速庞大的沙石需求再次瞄准

了宋村唯一可供开发的生产资料———土地。不

过，这次浮现于村庄前台的不再是所谓的 “老

板”，而是村干部。

三、平静的 “圈地运动”:

土地精英个体的浮现

选铁厂的巨额利益刺激以及高速修建所带来

的大量沙土需求使村支书决定“大干一场”。然

而，国家对采沙的严格政策限制使村支书难以明

目张胆地进行采掘活动。尽管如此，村支书依然

在政策限制外创造了合法的策略空间即以“公共

利益”——— “清理河道以方便农业用水灌溉”为

名进行公开的土地攫取。这场公开的土地攫取没

有招致村民的任何抵制，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1． 名实分离: 项目运作之名与利益攫取之实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户虽掌握土地的使用

权，但村委会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主

体。虽然村支书作为村委会的人格化代表，但要

想无缘由地获致村内大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很容易

受到三方面的掣肘: 一是大规模集中土地所招致

的村社舆论压力; 二是对村民小组进行协商的时

间成本; 三是政府严苛的采沙禁令。其中采沙政

策禁令的刚性构成了主要的结构性限制。为此，

村书记所采取的策略再次体现出了中国政治的内

部消解之道即以“关系”消解政策的确定性: ［5］

村支书利用过去在大队工作时期积累的人脉，通

过疏通与县水利局两位朋友的关系，以“清理河
—22—

北京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9 期



道”的项目报批县水利局，从而绕过政府的采沙

限令，获得了公开采沙的合法权。项目的具体内

容是: 由项目申报方自筹设备与经费，县水利局

根据清理质量进行“按亩补贴”。项目持续时间

从 2015 年 4 月 30 日到 2019 年 4 月 30 日。这一时

间恰好与高速的竣工时间保持一致。面对这一事

件与修建高速时间上的巧合，许多村民对其中原

因都心知肚明。正如村民许某说: “要清理河道早

就可以清理了，我看书记这个沙场开得挺好，正

好高速那边也用得着。”而在笔者再次调查时，发

现书记的“采沙证”刚刚印发，但在此之前，书

记已经“无证经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置备

机器到“采沙证”正式颁发下来这一空白期，可

见书记一心扑在采沙上的焦急心情。不过原本的

河道没有丝毫清理的痕迹，而是被铲车中途截断

挖成了一个个“蓄水池”，沿河两岸的林木也因

需要建卡车通行的道路而被砍伐。在这次土地攫

取“名”与“实”的分离中，村干部作为“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在结构———制度的限制下，［6］清

晰地展示出在政策内部创生自己行动空间的努力。
村书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转换限制性规则，从而

使“制度的不利降到最低”。［7］这就一改“压力型

体制”下对村干部“代理人”角色的消极认识。
然而，任何土地攫取必然涉及农民这一相关利益

主体，农民的配合才是实现土地攫取的关键原因。
2． 创造依附: 沙场开发中 “生存伦理”与

“经济控制”的双重借用

在经历选铁厂给宋村带来的变化时，宋村村

民也过足了“土地商品化”的瘾。面对种地与征

地所得的利益差距，原本纠结的“土地情愫”也

最终让位于“理性小农”的意识。选铁厂带来的

远不仅是村庄物质形态的改变，而且更加重塑着

村民理性计算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赋予土地商

品化在宋村合理性的基础。沙场征地依然走着进

一步土地商品化的路径，经历选铁厂先前的“洗

礼”，村民明显表现出对沙场征地配合的态度。
沙场征地和选铁厂征地不同: 选铁厂征地只

需占据一整块平坦土地进行建厂; 而沙场征地除

此之外，还需要沿着河道的走势进行采挖，必然

涉及不同村民小组不同村民的土地，这就意味着

涉及的土地相关主体也相对复杂。

表 1 宋村沙场所占土地农民的基本情况

年龄段 30－45 岁 46－60 岁 61 岁以上

人数 7 11 25

村民小组 3 组、4 组 1 组、5 组 2 组、3 组

注: 根据宋村沙场征地的名册统计所得。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被沙场征占土地的 43 位

村民中，年龄在 61 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 25 位。
同选铁厂土地征占的策略一致，村书记也是通过

利益网罗的途径获致土地。但沙场采取的是不同

于选铁厂一次性的征地补偿方式: 在沙场占地期

内，按照每亩 3000 元的补偿标准固定在每年的

4 月 30 日给付农户补偿金。对于这种补偿金的

分配形式，村民都表示认可。一是村民认为书记

的补偿标准很高，虽然按年分发，但最后总额并

不会减少，书记也不会拖欠; 二是每年四五月

份，正值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春播时节，这时书

记发钱无疑具有 “及时雨”的作用; 三是对于

宋村的贫困老人来说，将土地变现不仅可以免除

劳役之苦，而且即使家里出现特殊情况，每年按

时分发补偿金可以起到 “托底”的作用，至少

补偿金可以保证每年的生活水准不会下降到固定

程度以下。这无形之中强化了斯科特所描述的乡

村保护中的“生存伦理”。［8］( P33) 同时，对土地被

占的中老年人，也以提供沙场工作机会的方式提

供给雇佣农民工资。这两种利益网罗的方式，不

仅再次减轻了对占地村民的情感伤害，而且更将

村书记与占地农民的社会关系稳定化。然而，村

书记始终是处于村庄前台的 “舞者”，以每年提

供补偿金和农民工作机会的方式体现了其负载权

力的特性，村内获得收入机会的结构性限制无疑

使书记的利诱具有重要价值。村支书正以经济机

会控制的方式使其与占地农民的关系自然地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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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附关系。可见，正是项目的 “国家之名”
以及依附形式的综合运用使这场 “圈地运动”
展示出平静的氛围。

在此，宋村书记终于可以担当土地精英的个

人代表。黄增付将 “土地精英”描述为通过土

地流转从事规模性农业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拥有

或扩大了村庄社会政治影响力的人群。［9］笔者在

这里适当扩展 “土地精英”的概念，即不将其

完全限定为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得土地，而是注

重描绘精英获致土地采用的多种策略性手段，以

此可以展示出 “土地精英”的生动内涵。在村

庄土地商品化的背景下，“土地精英”的称谓确

实更加符合村干部的异化角色，也更能体现农民

经历的现实意义。但宋村支书至多只是土地精英

典型例证，面对绵延千米的河滩，仅凭一人根本

无力完全开发。由此，在宋村书记的 “活动”
下，个体化的土地精英逐步走向阶层化的内聚。

四、土地精英的阶层化

与村庄政治结构的异化

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需要具备组织条件和社

会条件，即个人和组织领导的感召以及基于共同

利益的聚合。［10］( P257) 循此思路，实现土地精英的

阶层化，一是需要作为土地精英的个人代表在阶

层形成前发挥 “卡理斯玛型”人物的感召力。
因为宋村书记连续三届任村书记，获得了相当程

度的“社区权威”，所以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条

件。二是基于社会关系或利益的一致以达成阶层

内聚。宋村书记亲属关系利用的可及性以及沙场

开发对村内 “大户”的利益吸引，使第二个条

件得以保证。宋村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不仅相应地

改变了农村自生的阶层发育逻辑，而且最终影响

到村庄政治结构的组成。
1．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 亲属关系的动用与

“大户”的吸纳

在这场土地精英阶层化的进程中，宋村书记

所展现出的行为符合方便性以及策略性的特征，

这集中表现为对亲属关系的内部动用和对 “大

户”的外部吸纳两个方面。
亲属关系是宋村书记最容易获致的社会关

系。宋村书记首先想到的是 “自家人”。宋村书

记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年当兵，现在退伍落

户西安。二儿子一直在保定市经商，年富力强且

头脑灵活。因此，宋村书记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

二儿子。而二儿子也确实不负书记的期望，在短

期内筹得购置机器的款项并相应配备了技术指导

员。全天无间歇运作极其耗损机器，而机器维修

又要增加庞大的固定资本，技术指导员的作用就

是能够及时发现机器存在的问题以便改进。实际

上，这一举措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机器采

沙时没有出现一次问题，这保证了沙土可以及时

供应并获得了持续不断的超额利润。资本在利润

面前展示出对技术的组织以及对时间的挤压，使

其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沙场一天的产

值竟相当于宋村中等农户一年的纯收入。因为平

时二儿 子 在 保 定 还 有 生 意，他 亦 欣 然 做 起 了

“不在村地主”。面对日益繁盛的沙土需求，仅

凭两台机器难以满足，而添置机器又要耗费大量

资本投入且需承担一定风险，在这种境况下，吸

纳“大户”的加盟成为书记的策略性选择。
“大户”一般指有闲钱且必须是信得过的

人。书记瞄准了两类人: 一类人是居住在村里的

农户。常年村庄生活的经历使书记对大部分农户

的道德品性和家庭财产情况十分熟识，这就减少

了甄别村内“大户”的交易成本，因此选出的 8
位“大户”，书记都十分信任。但宋村只是传统

的农业型村庄，由于近年的打工机会才使村民积

累了部分剩余，因此最终每人平均只筹款 8 万

元。这不足 70 万的筹款离购置机器还有几十万

的金额缺口。书记开始将目光瞄向村外的 “大

户”。这些村外的“大户”大部分是书记担任乡

镇企业负责人时积累的人脉资源，都是曾经在县

城担任公务员而现在退休在家的干部。这些村外

的“大户”有闲钱且注重诚信，因此不存在中

途撤资的情况。除逢年过节例行性的访问之外，

书记还曾组织过所谓的 “农家乐”活动邀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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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户”来宋村“赏景”。表面目的是满足这

些“大户”回归自然的心愿，实际上宋村的沙

场才是真正的“景致”所在。书记 “绵里藏针”
的策略以及沙场繁荣的外观，使这些村外 “大

户”相信这是赚钱的买卖。这些村外 “大户”
动了心，不仅在短时间内汇来购置设备的款项，

而且还时常关心沙场的经营情况。由此，书记扩

大了沙场的再生产，而且因沙场开发吸纳 “大

户”的策略性行为也使书记在村内形成了稳固

的声望基础。
由此，经由人员的吸纳和物质资源的聚合使土

地精英阶层化最终完成。在这场土地精英阶层化的

演进中，书记的行为在阶层化的提升中确实展现出

更多的主动性意涵。但阶层同时是成员在共同利益

基础上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的统合体，围绕着沙

场开发使想要谋利的书记、亲属以及“大户”成为

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这一阶层自然会强化固

有的谋利观念和实践使其更具社会封闭的特性。［11］

土地精英阶层化的最终完成亦对村社共同体阶层的

正常发育构成明显的阻碍。
2． 阶层自发育的阻碍: 土地精英阶层的突进

沙场开发作为利益的 “引爆点”是由于突

生的外部需求即高速的修建所催生。与沙场开发

紧密关联的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亦脱离常规的阶

层发育路径，而显现出突进形式。在沙场开发以

前，普通家庭通过家户制的传统农业耕作以及农

闲时外出务工的渐进财富积累使阶层发育呈现出

自然状态，家庭之间差异不大。用村民自己的话

说就是他们“只是不富不穷”。在宋村还有相当

一部分家庭是由高龄老人组成，他们构成了村庄

的贫弱阶层。而村内的 “大户”或是由于家庭

内部劳动力充足而占尽打工经济的优势，或是在

村内经营商店或餐饮行业等获得了比普通农户家

庭更多 的 财 富 收 入。在 村 民 的 经 验 中，他 们

“要比我们富，但只是村里的富人”。在不严格

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将普通家庭称为 “中间阶

层”，而所谓的 “大户”至多就是比 “中间阶

层”生活好一些的农户。在宋村几乎没有完全

意义上的“富裕户”。村庄的阶层分布也由此呈

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椭圆形结构”。
如果没有沙场的开发，宋村标准的 “椭圆

形结构”的阶层分布可能依然可以保持在相对

稳定的形态。在短期内，根据人口周期律的作

用，作为贫弱阶层的高龄老人虽逐渐消亡，但依

然会有其他的老人补充，而普通农户家庭依靠

“半工半农”式的经济活动至多只能保证阶层地

位不至下降。村内的 “大户”因为所经营行业

的稳定性，也可保持在相同的阶层上。但沙场的

开发却相应改变了阶层的演化路径及分布形态。
加盟沙场的村内 “大户”获得相当充盈的利益

分配，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意几年的营业额，而

书记及家属自然是最大的得利者。部分普通农户

尽管获得了村内沙场的工作机会，但对自己的阶

层提升作用不大，但其中有部分农户筹款购买了

卡车为沙场服务，由此获得高额收入，这使拥有

卡车农 户 的 阶 层 地 位 相 对 提 升。而 依 然 保 留

“半工半农”的其余中间阶层也由于粮食价格走

低和外部经济低迷呈现出阶层地位的相对下降。
贫弱阶层的老人虽获得了征地补偿金，但因数额

不多依然难以改变其底层阶级的境遇。中间阶层

的收缩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由此，宋村的阶

层分布变动为 “两头大———中间小”的 “葫芦

型阶层结构”。
沙场确 实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供 窥 探 的 “实 验

场”，阶层分布因沙场开发这一刺激变量而呈现

出变动状态。然而诚如滕尼斯所言: “不平等只

能增加到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共同体作

为差异的统一体的本质就被取消了。”［12］( P71) 土

地精英阶层的突进所带来的不平等正在逐渐侵蚀

村社共同体的本质，日益增加着共同体的分殊化

倾向。除了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土地精英阶

层的作用力也日益渗透进村庄的政治结构方面。
3． 土地精英阶层的政治嵌入: 村庄政治结

构的异化

村庄政治结构是社会群体在村庄政治所处的

地位，政治结构能够反映出一定的权力状况和权

—52—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威性质。［13］在沙场经营之前，村内 “大户”一

直处于“单干”的局面。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

收入，但却排除于村庄政治体系之外。沙场的

“出钱出力”使书记增加了与村内 “大户”的联

系，这为“大户”进入村庄政治系统提供了准

入的可 能 性 条 件。但 要 想 “进 人”只 能 采 取

“换人”和“增人”的方式，在既定村庄选举的

格局下，村书记既无权撤换群众基础好且威望高

的老干部，也不能再次组织村民选举，所以只能

另辟蹊径。由此，村干部再次利用了 “国家之

名”，适逢政府正在推进 “精准扶贫”项目，宋

村当选为扶贫试点单位。村书记以此名义在村委

会内部 设 立 非 正 式 的 扶 贫 小 组，将 村 内 5 名

“大户”的儿子吸纳进扶贫小组之中，其余的村

干部对此并没有异议，而且他们认为 “由村内

比较富的人进行扶贫有好处”。村书记顺理成章

地完成了村委会内部隐蔽的权力分配，这对村庄

政治决策与村庄政治导向发生了潜在的影响。
在村干部看来，现在宋村最大的事情莫过于

村内选铁厂、沙场的开办以及国家的 “精准扶

贫”项目。村委会开会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些事

情讨论。除了有村干部提醒村支书征地时要注意

照顾群众利益外，其他具体涉及沙场的经营业

务，这些村干部一概不问。成立 “扶贫小组”
后，具体程序的商谈也主要由村书记和 “大户”
的子女完成，村干部感觉自己 “递不上什么话

儿”。村会计阐明了这样的观点: “村子里平时

也没什么事，开会无疑就是那些事，要不就是学

习学习党的政策。沙场那边书记自己弄就行了，

我们也管不了，除了希望能多给征地的人多点

钱，扶贫那边让年轻人干去吧，我们现在没这么

多精力。”村干部的“沉默”扩大了村支书的行

动空间，村委会作为为村民服务的组织也逐渐异

化为由村支书和村内 “大户”组成的土地精英

阶层的“茶话会”，但是村委会并未完全异化为

纯粹的“分利集团”，却增加了分利化的倾向。
在奥尔森看来，“分利集团”就是这样的社会典

型组织，它 “只代表其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则该组织必然不肯为增加全社会的利益而作出自

我牺牲”。［14］( P52) 由于现任的老干部依然可以对

村支书不顾村民利益的谋利行为进行掣肘，村委

会完全异化为 “分利集团”在短期内并不会实

现。但考虑到老干部任期将至，并且明确表示不

想继续再干，活跃于村庄政治系统内部的年轻人

必将成为未来的主力军。正如书记所言: “我老

了，不想干了，让年轻人来吧，如果他们愿意的

话，我也可以在后面帮帮他们。”可见，书记将

“大户”的子女吸纳进扶贫小组的目的就是让他

们在村庄“露脸”，进行实际的锻炼以为村委会

换届提供准备。但原本由利益集结起来的土地精

英阶层在逐渐把持村庄政治时，因缺乏村委会内

部的权力制约，将来是否会异化为纯粹的 “分

利集团”确实难以预测。然而，目前村庄政治

结构的混合生态使村庄决策显然具有土地精英阶

层的偏向。村委会内部权力均势的明显变化使沙

场具备在宋村持续经营的合理条件。
综合来看，经历阶层化的土地精英更具村庄

影响力。它不仅改变了村庄社会阶层构成，而且

还以介入村庄政治的方式，发挥着全方位的作

用。布迪厄认为，资本具有不断转化和膨胀的特

性。［15］( P208) 通过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

本重新转换和组合，土地精英阶层增加了资本总

量并强化了阶层的作用力。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

作为村庄物质基础变动的产物，也日益对村庄上

层建筑施加影响。而治理形式作为物质基础和上

层建筑综合关系能动式的外显事实，它的变化可

以反映出村庄政治甚至村庄整体结构的变化。

五、“分条治理”:

利益依附型村庄的治理逻辑

在宋村，由沙场开发所形成的巨额收益并不

是在村庄内部进行流转，而是由土地精英阶层把

持。这不同于集体资源丰富的利益分配型村庄，

村庄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资源的分配展

开。［16］在宋村，土地精英阶层是通过财富的 “涓

滴效应”营造出利益依附型的村庄，而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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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形式也不同于利益分配型的村庄。
1． 利益依附型村庄的形成与稳定

除土地精英阶层化外，宋村沙场开发形塑了

三类相关主体: 每年领征地补偿金的老人、为沙

场打工的宋村人以及跟沙场开发无关的旁观者。
不同类别的农民之间没有联系，但却与土地精英

阶层相连，共同催生利益依附型村庄的形成。
这些每年领取征地补偿金的老人现在依然把

宋村书记看作“队长”。在这些老人看来，自己

年事已高，能把无力耕作的土地转让并每年都能

获得高于种地的补偿金，全是因为 “队长”的

照顾。部分老人还谈到这样的 “历史记忆”: 在

集体化时期，土地归生产队所有，他们每年都可

以获得一些粮食。虽然现今的经济基础不同，但

这种分配方式没有实质变化，只是粮食被换成了

现金而已。这远比分田单干要好得多。可以说，

沙场开发的利益补偿满足了贫弱阶层老人的情感

期待和现实需要，他们对土地攫取以及土地精英

阶层持积极的认可态度。
沙场开办使部分宋村人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获

得就业机会。沙场工人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沙场工人主要包括卡车司机、后勤人员和装卸工

人。其中以卡车司机收入最高。村里这样的卡车

司机共有 9 名，每天千余元的收入，用不上一年，

就可以将卡车投入的固定资本收回来，而高速项

目至少持续四年左右，期间卡车司机将积累不小

的财富收入。由于卡车没有证件，只能在村内及

附近的区域行使，这就使卡车司机具有为沙场专

门服务的意味。正如卡车司机张某所言: “只要沙

场开工，就能养活我们这几台车，这活儿得好几

年才能停。”可见，卡车司机已经紧紧与沙场捆绑

在一起，并依附于土地攫取所产生的就业机会。
另外，后勤人员和装卸工人虽然工资远远没有达

到卡车司机的水平，但是相对于微薄的农业收入

而言，这也是宝贵的财富来源。并且由于每月的

工资都会有人准时发放，也使这些不想或不能外

出打工的人获得对土地攫取的心理认同。
还有一类人是与沙场无关的人。沙场既没有

征用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这一部分人虽作为旁观者，但拥有未被征地情绪

上的不满。例如，笔者在沿河滩行走时，偶然碰

到一位农民并向他问起了对沙场占地的看法。他

以略带情绪宣泄的方式向笔者表达了他的看法:

“我其实挺生气，我家的地也在河边，怎么不被

征嘞!”可见，这类人虽与沙场无关，实际上充

满了对占用土地的情感期待，依然呈现出对土地

攫取心理依附的情状。
总之，在宋村，农民并没有对土地攫取进行

任何抵制，而是采取了适应性的形式。不容置

疑，农民的适应性行动正是 “被他生存其中的

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的”。［17］( P12) 由

沙场开发所形塑的土地精英阶层以 “创造依附”
的方式勾连不同的相关主体，这些不同的相关主

体跨越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农民的 “合力”
均指向土地攫取的合理性，并紧紧依附于土地攫

取带来的利益机会。由此，多方面主体聚力形塑

的利益依附型的村庄最终得以完成，并展示出不

同以往的治理逻辑。
2． 从“无为之治”到“分条治理”: 村庄治

理方式的形变

自分田到户后，宋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

变化。宋村集体资源全部承包给各农户。在这种

情况下，村委会需要将所承担的事务降到最小，

“无为之治”是最好的治理术。［18］村干部只是在

必要的时候处理一些村民之间的人际纠纷，对于

村内的公共事务，老干部也确实是有心无力，如

农田灌溉渠也因资金缺乏而一直未被疏通。但沙

场开发后，村庄治理的效能得以提升，书记不仅

修缮了被卡车压坏的村间公路，而且更动员村内

“大户”筹钱疏通全村的灌溉水渠。除此公共事

务的治理之外，针对沙场开发所产生的农民阶层

分化，还呈现出一种“分条治理”的形式。
“分条治理”是 “村庄治理”理念的具体

化。基于主体视角的 “村庄治理”往往笼统地

将“治理”二分为权力阶层治理主体与农民治

理客体的模式化关系，［19］而 “分条治理”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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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视角下，更加注重考察精英阶层与异质性结

构农民的治理关系。在依附型村庄的视域下，由

于沙场开发而创生了多条 “依附线”，这些 “依

附线”之间虽没有交集，但却通过如补贴金和

工作机会的方式与土地精英阶层捆绑在一起。土

地精英阶层以 “创造依附”的方式贯穿了宋村

的贫弱阶层和中间阶层，由此可获得相当巩固的

村庄治理基础。可以设想，在即将到来的村委会

换届以及老干部不再担任村干部的情况下，村庄

土地精英阶层成员由于已经嵌入到村委会的内

部，在未来村委会权力结构的组成方面必然有所

反映。特别是由于沙场开发已经将村庄结构分条

缕析，这将增加治理的针对性。依附形式又再次

固定土地精英阶层与村庄各阶层的社会关系，更

加凸显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重要性。
既然，这种“分条治理”是依赖于经济控制的

方式施行，那么沙场的经营情况将决定 “分条

治理”的成效。而沙场的经营情况又取决于外

部高速项目的需求。那么，在高速竣工之时，基

于利益一致的土地精英阶层是否会走向瓦解?

六、土地精英阶层走向瓦解

还是继续生存?

土地精英阶层作为村庄内部的突生阶层，仍

然无法脱离具体的村庄视域，因为土地精英阶层

所掌握的土地生产资料不可迁移。但是，土地精

英阶层的 “生存状况同样由市场决定”。［4］( P110)

由于高速项目部的用沙标准相应提高，这意味着

沙场加工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书记坦言，“现在

生意不好做”。而且谈及未来的规划时，他说他

明年不再担任村支书，想要继续合伙筹资在沙场

旁边建砖厂。一方面可以利用沙子烧砖以回应村

里日益繁盛的建房潮流; 另一方面书记也考虑到

高速竣工后，砖厂也是一条后路。可见，由于转

换经营的方便性，即使高速项目完成，以书记为

代表的土地精英阶层仍可在村庄内部保持利益的

稳固。然而，土地精英阶层是基于土地商品化而

催生，外部的高速项目无疑暗合这一趋向。高速

所隐喻的国家力量与土地商品化扭结在一起，并

具体影响村庄的阶层构成。土地攫取依托村庄的

“生存伦理”和“经济控制”获得了不证自明的

合理性，土地精英阶层的政治嵌入也在日益改变

村庄政治组织的权力生态，增强着分利集团的气

息。尽管以“创造依附”的方式稳定了村庄结

构，但却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利益为代价。特

别是土地精英阶层所展现出的转换性和策略性，

使其在面对不利境遇时依然可以保持生命力。归

根结底，土地精英阶层难以抑制的原因就在于权

力和资本固有的“选择性亲和关系”。这种 “选

择性亲和关系”在权力和资本任何一方受压的

情况下都可以顺势得到另一方力量的补充。权力

和资本的结合日益消蚀着村庄共同体的利益和长

远的发展机会，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

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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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Land Elit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Village
———A Case Study on the Song Village in Hebei Province

ZHANG Ming-hao，JIAN Xiao-yi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The strong development doctrine is replacing the logic of the rural society，and accordingly
chang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tratum of the village． With the mechanism of l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a
variety of strategic means，the power elite of the Song Villag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land elite．
Through the absorption of personnel and the polymerization of the material，the land elite changed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stratification． The land elite stratum not only changes the conventional logic of the inner
stratum in the village，but also influences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village，and increases the tendency of
profit-sharing in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village． The Song village governance has shifted from the
previous“inactivity”into“points of governance”． A stable structure of the dependent type formed in Song
village because of the land grabbing，which has dissolved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land elite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development doctrine; land commercialization; land elite; stratific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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